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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成就，同时中国学者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也从无到有，对全要素生

产率的认识不断加深，研究主体不断丰富，论文质量不断提高，学术界付出了巨大努力。本文首先回顾了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

方法，随后简述了资本存量核算现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核算进行了回顾和简评。因资源的日益

枯竭和环境污染对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本文同时关注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现状。最后提出了中

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应关注的三个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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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新中国成立 70年以来，中国经济创造了世界奇迹，从建国初期 GDP不足世界的 5%，到 2018年的 16%左

右，仅次于美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 40年的高速增长，世界罕见。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

时，不仅是投入要素的增多，更是生产率的提高，1952年劳动生产率是 327.56元/人，2018年劳动生产率是

111746.68元/人，按不变价计算 2018年是 1952年的 44倍多。随着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道路，提高创新

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中国经济必选路径之一。

测度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增长率是为了衡量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衡量

经济增长的质量。自从 20世纪 50年代罗伯特·索洛（R. Solow）开创用 TFP测算技术进步的方法以来，对全

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层出不穷，不仅研究的范围不断拓展，研究方法也是不断完善，实证结果更是层出不穷。

中国在 20世纪 80年代引入 TFP的概念和测算方法，开始研究中国 TFP增长率。后文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

是 TFP测算方法的引进，第二部分是中国学者对中国 TFP的测算和分析，第三部分是对中国 TFP研究的总结

和展望。

二、测度全要素生产率方法的引进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国外相关经济学科理论加强了了解和研究，中国技术经济学科加快了对西方相关理

论与方法的引进步伐，TFP测度方法就在其中。研究 TFP的目的是为了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

20世纪 50年代对技术进步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研究，主要是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效果方面进行定性

分析，从 80年代开始引进 TFP理论、模型和方法，开始定量测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如何定量测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中国学者在 20世纪 80和 90年代发表了大量的文献，介绍、

分析国外的理论、模型和方法，测算方法主要包括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索洛余值法、固定替代弹性

（CES）生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增长因素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随

机前沿分析（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知识积累模型、人力资本模型、劳动分工模型等，比较有代表性

的是陈文德等（1985）、钟学义（1988）、袁嘉新（1991）、魏权龄等（1991）、郑玉歆等（1995）、欧阳武（1996）、姚愉

芳等（1998），他们先后详细介绍了生产函数的概念、形式，全要素生产率的估计方法，指出了各种方法的应用

前提。钟学义（1988）论证了技术进步的数量特征，指出在一定条件下，用生产函数计算技术进步率是可行

的。对于 TFP增长率能否代替技术进步率，龚飞鸿（1989）先推导了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又从 TFP的定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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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推导了模型，并用实例进行计算，发现结果近似相等，也就是说可以用 TFP增长率表示技术进步率。

企业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本生产单元，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关系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

长质量问题。研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正逐步增多，但是宏观（国家）、中观（行业或地区）和微观（企业）

的理论机理完全不同，研究宏观、中观的全要素生产率方法和模型不适用于微观的方法，国家、地区或行业的

全要素生产率也不是企业生产率的简单加总。对此，应用于企业 TFP测算的方法 OP法和 LP法应运而生，金

剑和蒋萍（2006）对此做了详细介绍。

从研究方法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可以分为三类：参数估计方法、非参数估计方法、半参数方法。

前面介绍的方法中，OP法和 LP法是半参数方法，DEA属于非参数估计方法，其余均是参数估计方法，各种方

法的优缺点和应用前提在众多文献中均有介绍，这里不再赘述。

三、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研究

在测算 TFP增长的过程中，资本存量作为测度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基础数据，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重

要话题。鉴于中国官方没有公布资本存量的数据，学者只能自己测算，但是由于学者的理解不同，观点不一

致，以及统计数据或其他问题，测度的结果具有较大差异。因此本文有必要进回顾和比较。在介绍中国资本

存量研究的基础上，从总量、区域、行业和企业不同层面介绍中国 TFP增长研究情况。鉴于环境对经济的影

响越来越大，本文也关注了目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

（一）中国资本存量的测算
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测度中，资本投入采用资本存量。之所以用资本存量是因为本年的产出，是由过

去积累的资本与本年投资共同贡献的。

1. 中国物质资本存量的核算

（1）20世纪的物质资本存量核算。在 20世纪，中国学者对资本存量的定义主要有三种：①固定资产原值

加上流动资产净值；②固定资产原值或固定资产净值；③固定资产净值加上流动资金。在 2000年以前，我国

资本估算主要集中在工业资本估算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方法：张军扩（1991）对资本总量的估算

方法、郑玉歆和罗斯基（1993）对工业固定资产的估算方法、李京文等（1993）81‐130的交叉分类估算资本存量的

方法。

（2）21世纪物质资本存量的核算。进入 21世纪后，随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不断完善和数据更新，学者

一般用国际通用的永续盘存法（perpetual inventory method，PIM）来估算资本存量，在确定基期资本存量、当年

投资、折旧率和价格指数的基础上，计算全国、区域和行业的资本存量。

但是，由于对资本存量的理解及可获得数据的限制，国内学者对资本存量的研究并没有取得一致性的意

见，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李宾（2011）对比了目前资本存量估算的主要方法和指标选择后，发现：①折旧

率的设定对估算结果影响最大；②基期资本存量的影响很小；③价格指数则基本可达成共识；④从长期来看，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表现很相近，前者稍优；⑤对投资流量的选取是一个难题。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从定义上来说作为投资流量是有瑕疵的。正式因为这些原因，目前没有有权威的资本存量计

算结果。

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有张军等（2004）和单豪杰（2008）的测算结果。张军等（2004）和单豪杰（2008）
的投资流量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相同，均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以及根据《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

资料（1952—1995）》的数据计算了 1952—1990年的各省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指数，不同的是折旧率和基期

资本存量，张军等（2004）的折旧率是 9.6%，单豪杰（2008）根据建筑和机器设备的之间的结构比重得出各年

的折旧率，不区分时段时为 10.96%；并且估算 1952年的资本存量大约是 342亿元，张军等（2004）的结果是

800亿元。比较二者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前者在计算初始资本存量使用 10%的折旧率，但是他们计算的折

旧率是 9.6%，那么 10%的折旧率从何而来？文中没有说明，并且在计算过程中从 1952年到 2000年长达 48
年的时间从始至终使用 9.6%的折旧率，显然不合理，中国统计年鉴公布有 1990年之前国有企业的折旧率，

年度之间并不相同，长时期采取相同的折旧率不仅理论上不合理与实际情况也不符合；单豪杰（2008）采取的

折旧率年度之间有差异，更接近实际情况，但是其结果的引用较少，或许与后续年份的折旧率还需要计算

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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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业资本存量的测算，薛俊波和王铮（2007）和徐杰等（2010）均是利用投入产出表中各行业固定资产

折旧的信息推导了行业的折旧率，分别估算了 17部门和工业 20个行业的资本存量。孙琳琳和任若恩（2008）
基于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根据资本租赁价格得到行业资本投入指数，计算了 33个行业的资本存量。陈

诗一（2011）基于我国国民核算中的固定资产折旧数据估计了折旧率，并分别用连续两年固定资产原值的差

和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作为资本存量估算的投资数据，计算了工业 38个行业的资本存量。孙琳琳和任若

恩（2014）在 OECD（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资本测算框架下估算了

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我国行业层面资本存量和资本流量数据，具体是首先把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调整为固

定资本形成额，其次假设建筑物和设备使用年限测算折旧率，最后估算了资本租赁价格和资本服务流。

在资本存量的核算中，折旧率的估算是关键，目前比较有代表性的折旧率计算方法包括：①根据财政部

规定的设备和建筑使用年限用几何方法计算折旧率；②根据投入产出表中各行业固定资产折旧推导折旧率。

第一种方法相对简单，使用最多，第二种方法比较接近实际情况，但计算烦琐。在估算资本存量的过程中，多

数学者自始至终使用一个折旧率，与现实情况差距较大。在长期的经济发展中，折旧率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应该采取与实际情况相符合的方法。中国资本存量的核算还有待加强研究。

2. 中国研发资本存量的核算

20世纪 80年代兴起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强调知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是长期经

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研发活动创造和积累知识，促进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进而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2009年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公布的 SNA2008规定把研发投入作为投资，2016年中国开始将研发投入资本化，

并修订了 1978年以来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研发投入资本化的计量有了依据。

中国全国层面 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R&D，研究与发展）的数据公布始于 1990年，各省份的

R&D数据公布始于 1998年，行业没有公布连续 R&D数据，对不能获得的历史数据只能用相关的数据或方法

得到，结果的准确性难免有折扣。我国学者对 R&D资本存量的研究只有十几年的历史，分别从全国、区域和

行业三个层面进行测算。在全国层面上，蔡虹和许晓雯（2005）、徐国泉和姜照华（2006）、严成樑和龚六堂

（2014）、刘建翠等（2015）、江永宏和孙凤娥（2016）估计了中国不同时段的 R&D资本存量，因为采取的基础数

据和参数不同，计算结果差异较大。在区域层面上，谢兰云（2010）、王孟欣（2011）、彭建平和李永苍（2014）、

余泳泽（2015a）、刘建翠和郑世林（2016）、孙凤娥和江永宏（2018）估计了不同时段内我国省份的 R&D资本存

量，相同的结论是区域之间差异较大，东部地区具有明显的优势，不同之处是学者们的计算结果差异较大。

在行业层面上，吴延兵（2006）、王俊（2009）、李向东等（2011）研究了中国行业的 R&D资本存量。

R&D资本存量计算结果差异较大，一是折旧率存在较大差异，折旧率取值在 7%~30%；二是采取的数据

系列不同，比如谢兰云（2010）以科技经费筹集额作为 R&D支出，远远大于现有统计体系下的 R&D支出数；

三是价格指数不同，学者根据对 R&D投入的构成构造价格指数。对中国 R&D资本存量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尤其是行业资本存量的核算。

（二）总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
对总量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方法一般是索洛余值法（增长核算法）、C‐D生产函数、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鉴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①因为数据的问题，中国学者对总量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大致可以

以 2000年为分界线。2000年以前的研究中，其中张军扩（1991）、李京文等（1993）79‐80 、沈坤荣（1997）等的研

究比较具有代表性，他们的研究结果均表明 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较大且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改革开

放前 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限，改革开放后的制度创新、非国有经济迅速增长和开放政策有效促进了

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有了显著提高，TFP增长成为经济增长重要源泉。

2000年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解不断深入，对数据的处理方法和测算生产率的模型掌握更加熟练。

Wang和 Yao（2001）在考虑劳动质量的基础上，用增长核算法测算了 1952—1999年的中国 TFP增长情况，研

究结果是 1953—1977年 TFP增长为负数，1978—1999年年均增长 2.3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 23.9%，并且

劳动投入的弹性系数不同，对测算的 TFP增长率影响较大，并且中国的劳动力质量有了较大的改善。1978
①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 1992年以前是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MPS），是计划经济的核算方法，只有物

质生产部门；1993年开始是国民账户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SNA），是市场经济的核算方法，包括国民经济的全部部门。两种体

系下的数据有较大差异，计算生产率的结果也就有较大不同，为了数据的连续性将MPS体系下的经济数据按照 SNA进行调整难免有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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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前的数据没有修正，学者一般计算 1978年以来的生产率增长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郭庆旺和贾俊雪

（2005）采用索洛余值、隐性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分别测算中国 1979—2004年的 TFP。研究结果表明，在不

同期间 TFP增长率表现不同的特征；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低，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偏低、能力利用水

平与技术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不尽合理，中国是一种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李平等（2013）运用纯要素生产

率法和索洛余值法分别测算了 1978—2010年中国生产率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研究发现，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生产率变化趋势出现了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生产率提高促进了中国经济较快发展，但资本投

入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来源。蔡跃洲和付一夫（2017）利用中国宏观及产业数据，在增长核算基础上

将 TFP增长分解为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2000年以前 TFP增长贡献

度波动较大，2005年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迅速下降。郑世林和张美晨（2019）把 R&D纳入生产

函数，估算了 1990—2017年的科技进步贡献情况，指出提高 TFP是是抑制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关键。

从研究成果看，即使不同文献测算的 TFP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有差别，但在相同的区间内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差距较小，即改革开放以来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从不同的阶段看，在 20世纪 80年代初

期、90年代到 2008年金融危机前，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中国经济是科技和投资双轮驱动；在 20
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和 2008年以来，因为投资过热，中国经济依靠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作用被弱

化，2013年以后 TFP增长有所提高。

（三）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测算区域 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各省市区、三大区域之间的 TFP增长，用总量生产函数的

方法测度 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或者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和随机前沿分析法，测算地区之间的相对效

率，以及分析影响 TFP的因素，影响效率的因素一般包括人力资本、研发投入、城市化、基础设施、区域规模、

外商直接投资、制度等。近年来对城市生产率的研究较多，包括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地级市。

1. 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测算地区 TFP的文献较多，一般是采取 DEA和 SFA方法，比较省际、区域之间的效率，以及影响效率的

因素，少数用生产函数测算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例如，颜鹏飞和王兵（2004）、郑京海和胡鞍钢

（2005）用 DEA测算了中国省际的 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指数，TFP增长主要来自生产

效率提高；王志刚等（2006）、周晓艳和韩朝华（2009）、余泳泽（2015b）用 SFA测算了不同时段省际的 TFP增

长，结论是各省 TFP的提高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研究结果一致的是东部地区的生产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

刘建翠等（2010）用索罗余值法不仅测算了省份的 TFP增长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还测算了六大经济区

和三大区域的 TFP增长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是区域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国家经济的发展更多的是

依赖东部地区的发展。Tuan et al（2009）用索罗余值法研究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的 TFP增长情况及 FDI对 TFP
的影响，发现 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能显著提高接受国的 TFP。李言等（2018）用 C‐D生产函数测算中

国 30个省份和三大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认为东部地区 TFP增长高于其他地区。

社会经济系统是复杂的，各个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分析的角度不同，选择指标不同，结果也就不同。影响

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基本包括产业结构、研发投入、对外开放程度、人力资本、城市化率、基础设施等，部

分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影响 TFP的因素（王志刚等，2006；叶裕民，2002；刘秉镰等，2010；刘生龙和胡鞍

钢，2010；余泳泽等，2016；林春，2017），结果不尽相同。

从研究成果看，在不同时段研究成果有差异，但总体来说是 TFP增长在省市区之间具有异质性，东部省

市的 TFP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高于中西部地区；省际和区域的技术进步推动了 TFP提高，技术效率的提高

低于技术进步的提高。因为研究时期不同，选择指标不同，影响生产率的因素不同，因方法不同影响程度

不一。

2. 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大部分学者用 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实证分析了地级市及直辖市市辖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情况，从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测算结果看（李郇等，2005；高春亮，2007；李培 2007；刘秉镰和李清彬，2009；邵
军和徐康宁，2010；王艺明等，2016），虽然研究的时期和城市数量有差异，但是结果大致相同，均是技术进步

推动了生产率的提高，技术效率有所下降。王德祥和薛桂芝（2016）采用 SFA的参数分析法测算了生产率，结

果是效率得到改善，与前述文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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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DEA得到是城市之间的相对效率，只能比较城市之间 TFP增长的高低，用生产函数法能够计算 TFP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龚飞鸿等（2011）应用生产函数法，测算了 1981—2008年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 35个城

市的生产率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大部分城市的经济增长源于投资增长。刘建翠和郑世林

（2017）采用 C‐D生产函数法，测算了地级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各要素投入变化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发现 2001—2005年生产率变化是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2005年后是资本驱动经济增长，城市之间存

在异质性。

与影响省际 TFP的因素不同，影响城市 TFP的因素主要有基础设施、人口密度、城市化、制造业集聚、经

济密度、对外开放等，部分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影响城市 TFP的因素，结果有差异（王永培和袁平红，2011；
张浩然和衣保中，2012；章韬和王桂新，2012；董旭和吴传清，2017）。

城市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头者，城市经济发展的好坏对周边地区影响较大。从研究成果看，结论基

本一致，即东部地区城市的 TFP好于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推动了生产率的提高，与地区研究成果基本一致。

从影响 TFP因素看，因为学者选择的指标、测算周期不同、方法不同，研究结果难免有差异。

（四）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
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一般用索罗余值法、C‐D生产函数法、SFA和 DEA。
1. 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分析

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一是用时间序列数据和生产函数测算生产率增长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冯海

发（1990）、朱希刚（1994）分别研究了不同时期农业 TFP增长情况，发现 TFP增长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较低，中

国农业属于外延式增长；二是用面板数据对省份的测算，用 DEA或 SFA分析 TFP增长的来源及影响因素。

从研究结果看，均是中国农业 TFP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江激宇等，2005；陈卫平，2006；周端明，

2009；方福前和张艳丽，2010；王炯和邓宗兵，2012；石慧等，2008；Gong，2018；全炯振，2009）。农业 TFP具有

区域异质性，区域发展不平衡，农业 TFP增长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具有较大差别，并且差异明显，基本结论是东

部地区高于其他地区。

影响农业 TFP的因素多种多样，包括自然灾害、制度、农业基础设施、科研投入、对外开放程度等，但因为

研究的时段不同，TFP增长率不同，选择的指标不同，方法不同，研究成果不一致（方福前和张艳丽，2010；乔
榛等，2006；王钰等，2010；吴清华等，2015；尹朝静，2017；武宵旭等，2019）。

2. 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在 2000年以前，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行、经济周期和结构调整等多方面的原因，原始数据和采用方法

的差异，总体上说，中国工业各个行业的 TFP有增长但不显著，行业之间差异较大，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不一，

在技术密集行业 TFP的增长是产出的重要源泉，大多数行业产出的主要来源是中间投入的增长，改革促进了

技术效率的提高。Chen et al（1988）、谢千里等（1990，1995）、李京文等（1993）79‐80、郑玉歆等（1995）的研究成

果比较具有代表性，谢千里等（1995）对采用数据、研究结论的可信度、1988—1992年 TFP增长减缓的原因进

行了分析。

2000年以后，多数学者关注影响行业 TFP的因素，少数学者分析部门经济增长来源。李小平和朱钟棣

（2005）、任若恩和孙琳琳（2009）、龚飞鸿等（2009）的测算结果均表明大多数行业的中间投入增长是产出增长

的首要来源，只有少数行业的增长是集约型的。Cao et al（2009）估计了中国 1982—2000年的部门和总量的

TFP。研究发现 GDP总量主要是由资本投入的积累和适度的总量 TFP增长驱动的。但是 TFP的作用最近有

些下降，总量 TFP增长率已经快速下降。特别是 1994—2000年，许多部门的 TFP也是负的。王宏伟（2009）
根据产业的特点，将整体产业划分为信息生产业、信息应用业和非信息产业三组产业，并运用生产可能性前

沿函数方法来测算分组行业的 TFP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信息生产业和应用业对

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呈逐步上升的趋势。信息生产业和应用业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驱动的，总量

经济增长及非信息业经济增长呈现投入型的增长方式。

近年来，部分学者关注工业内部某些行业的 TFP增长情况，胡鞍钢等（2015）测算了高耗能行业的真实

TFP，胡亚茹和陈丹丹（2019）测度了 1997—2015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生产率。

关于影响工业行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郑世林和张昕竹（2011）认为电信体制改革促进了电信业

TFP的提高。余泳泽和张妍（2012）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创新能力投入与企业规模对高技术产业生产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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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正影响，而政府的政策支持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孙早和刘李华（2016）的研究结论表明所有制改革能显

著促进工业行业的 TFP提高和技术进步。由此可见体制改革能影响大部分行业的生产率。

3. 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随着服务业的迅速发展，服务业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越来越大，2015年中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

重超过 50%，2018年有 14个省份服务业占各自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超过 50%。服务业的发展质量如何关

系国民经济的发展质量。因此对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逐渐增多。

对服务业 TFP的研究大体分为三类：一是用时间序列数据对服务业总体的研究，如程大中（2003）、杨勇

（2008）研究了不同时期 TFP增长对服务业产出的贡献，结果是中国 TFP增长对服务业产出增长贡献总体水

平偏低。

二是用面板数据对区域和服务业细分行业的研究（顾乃华和李江帆，2006；杨向阳和徐翔，2006；原毅军

等，2009；张自然，2010；刘兴凯和张诚，2010；夏杰长等，2019；王恕立和胡宗彪，2012；陈明和魏作磊，2018），

研究方法一般是 DEA和 SFA。从影响因素看，服务业发展水平、城市化率、市场化进程、劳动力素质差距、贸

易依存度和人口出生率等都能影响服务业 TFP，顾乃华和李江帆（2006）、杨向阳和徐翔（2006）、原毅军等

（2009）、刘兴凯和张诚（2010）、夏杰长等（2019）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影响服务业 TFP增长的因素。

三是对服务业某一行业的研究。如徐盈之和赵玥（2009）对信息服务业的研究，认为人力资本、信息化水

平、R&D投入、政府行为和城市化等是影响中国信息服务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原毅军等（2009）对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研究表明，中国服务业为粗放型增长。郑世林和葛珺沂（2012）用 DEA‐Malmquist生产

率指数法研究了文化产业的 TFP增长，发现 TFP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

虽然因为统计体系的改革，服务业的行业分类和数据统计在不断完善中，测算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成果逐

渐增多，从计算结果看，鉴于计算周期不同，结果有差异，相同的是，我国服务业属于粗放型增长模式，东部地区

的 TFP增长率高于其他地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行业的生产率较高，技术进步促进了生产率增长。

在对部门行业的 TFP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见解和不同的结果，原因是分析的基础数据、使用

的方法不同，参数不同，对 TFP的理解不同。但共同的一点是，从产出增长的来源看，中国大部分行业依然依

靠要素投入的增长；从 TFP的分解成分看，TFP的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不经济阻碍了

TFP的增长。从影响因素看，选择的角度不同，影响因素不同，研究结果差异较大。

（五）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2000年以前中国缺乏企业层面的数据，对企业的全要素出生率研究较少，随着中国上市公司的增多及

其他企业数据的建立，中国学者开始用 OP法和 LP法研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同时因为服务业的生产函

数较为复杂，一般研究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用 OP法研究了中国制造业企业

的 TFP，通过分析 TFP的离散程度和对其进行分解，刻画了中国制造业资源误置的严重程度。鲁晓东和连玉

君（2012）利用 1999—200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应用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方法、OP法和 LP法等参数和半

参数方法核算了主要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发现高新技术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较高，东部

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较高，同时在横向对比之后，发现半参数方法能够较好地解决传统计量方法

中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问题。杨汝岱（2015）用 OP法和 LP法测算了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发现 TFP增长

主要来自企业成长。

关于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文献相对较少，因为企业所处行业、所有制位置不同，企业产品千差万别，影响因

素自然差异较大，如田巍和余淼杰（2012）研究发现对外投资多的企业 TFP增长率高，简泽等（2014）的研究结

果表明进口竞争能提高效率高的企业 TFP增长率，陈斌开等（2015）认为高房价会导致资源错配，从而降低工

业企业的 TFP增长率，Wan和 Zhang（2018）的研究结果是道路、电信服务器和电缆这三种基础设施都能直接

促进企业生产率。

随着中国企业数据的建立和测量企业生产率方法的完善，研究中国企业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的文献将

会越来越多，为提高企业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提供更好的实证资料。

（六）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随着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枯竭，传统生产率已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效率，环境（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运

而生。因为测度的时间范围不同，采取的数据和方法不同，计算结果有较大差异，基本趋势是东部地区的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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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TFP高于中西部地区，高技术行业环境 TFP高于非高技术行业。

研究环境（绿色）TFP，一般是把污染物或环境成本作为非期望产出，研究领域包括区域和行业，测算环

境（绿色）技术效率和环境（绿色）TFP变化，分析环境对 TFP的影响，测算方法一般选用 DEA、SBM（slack
based model）和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或相结合的方法。王兵等（2010）测度了中国 30个省份 1998—2007年
的环境效率、环境 TFP，并研究了影响环境效率、环境 TFP增长的因素。王兵和黄人杰（2014）研究了中国区

域绿色 TFP，发现绿色生产率低于传统生产率。

对农业环境效率或绿色生产率的研究成果看，鉴于数据获得难度大，投入指标有差异，研究结果存在较

大不同（潘丹和应瑞瑶，2013；张屹山和崔晓，2014；李谷成，2014；梁俊和龙少波，2015；杨芷晴，2019）。对工

业环境效率、绿色 TFP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工业各个行业的研究，李玲和陶锋（2012）、李斌等

（2013）分别测算了制造业和工业分行业的绿色 TFP及其影响因素，刘建翠和郑世林（2019）利用投入产出表

数据测算了中国工业行业绿色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另一方面是省际工业的绿色生产率，Xie et al（2017）
测算了中国省际工业绿色 TFP，分析不同环境规制政策对工业绿色增长的影响。王恕立等（2015）测算考虑

环境因素的 31个省份和细分行业的中国服务业环境生产率，结果表明，环境因素对服务业增长绩效存在影

响，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浪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的粗放型增长，环境 TFP显著低于传统 TFP。王杰和

刘斌（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符合“倒 N型”关系。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把环境纳入生产函数测度对经济影响是一个趋势。根据生产经济学理论，测度

时投入产出指标不能有遗漏和重复（刘建翠和郑世林，

2019），但是大部分学者在测算时环境（绿色）TFP时并没有

遵循这一原则，测算结果的准确性难免受到影响。无论用

哪一种方法测算传统的 TFP还是环境或绿色 TFP都应该按

照图 1来选择指标。

四、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小结和展望

（一）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小结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中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论文可以说是浩如烟海，研究主题不断丰富，研究范围

不断扩展，研究论文质量不断提高，但就方法论而言，无论是参数方法还是非参数方法或半参数方法均是引

进国外方法，没有创立自己的理论方法，而这些方法所应用的对象，与经济发达国家关系密切，难以适应中国

经济发展的特殊路径和现实。值得一提的是钟学义（1996）在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生产函数定义的基

础上，提出了纯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测算方法，指出纯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单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和，

同时放松了规模经济和技术进步中性的，规模报酬不变的，价格均衡等假设条件，使其尽量符合中国发展的特

殊路径和现实，而且这一方法不需要具体的生产函数形式，可以直接计算，也就是说放松了索洛余值法的严格

条件，更加适用于中国。李平等（2013）运用这一方法和索洛余值法测算了 1978—2010年中国总体和省级生产

率变化，发现两者计算的结果非常接近，增长趋势一致，可以说明纯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经得起检验的。

在定量分析中，获得原始数据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有了数据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才能对经济现象进

行解释并据此提出合理的建议。中国的大部分学者一般从各种年鉴获得数据，但是近年来工业分行业的一

些重要经济数据越来越难以获得，例如工业分行业的增加值、总产值分别从 2008年、2012年开始不再公布，

而增加值、总产值是分析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重要指标，对此数据的不再公布，许多学者不禁扼腕叹息

却毫无办法。

（二）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未来的展望
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国际通用指标，目前中国正在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

利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指标反映中国的经济发展质量并进行国际比较是必然的事情。因此，中国学者应该：

一是根据中国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完善中国技术经济理论体系。建国 70年来中国经济创造了“当惊世界

殊”的成就，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足以进一步完善中国技术经济理论体系，用此来解释中国现象、中国成就，

来剖析中国经济发展的机理。当然完善中国的技术经济理论也需要学习借鉴国外的理论，要学其精华避其

糟粕，不是闭门造车，更不是一叶障目不见森林，在深入理解的基础上学会融会贯通，这需要长期的努力和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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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投入和产出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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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的毅力，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入了解和独到的见解。

二是根据中国技术经济理论建立中国经济增长模型和方法来解释中国经济发展质量。在理解借鉴西方

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用中国总体、省际、行业和企业的数据，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

层面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并且关注全要素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

用中国的数据和方法模型讲好中国故事，写好中国故事。

三是澄清概念，用国际通用指标——全要素生产率来表示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作用。科技进步贡献

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是表征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指标，就计算方法和实际内

涵而言，这两个指标是一致的，但是全要素生产率是国际通用的概念，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与科技进步贡献率的统计内容一致，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替代科技进步贡献率

作为统计指标，有助于概念上的澄清，从而在进行政策考量时更为精准和严谨，同时，也可以与国际通用概念

保持一致，增强可比性（陈向武，2019）。因此建议学者使用同一指标——全要素生产率，不仅便于理解，也便

于国际交流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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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FP of China：Review and Prospect

Liu Jiancui
（Institute of Quantitative & Technology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In the past 7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e Chinese economy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As well as Chinese scholars have also studie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rom scratch，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has been constantly deepened. Research subjects have been constantly enriched，and the quality of papers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made tremendous efforts. Firstly the method of measur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was reviewed，and th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apital stock accounting was briefly described. Secondly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ccounting from three aspects of macro，medium and micro was reviewed and evaluated. Because of the depletion of resources and the
increasing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on the economy，it is focused on the research status of environmental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Finally，three emphases were put forward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research of China’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Keywords：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review；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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